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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体系中的基本生活需要:内涵与测量
*

岳希明 胡一凡 李禛临

摘要:基本生活需要是社会政策领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保证所有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联合国

等诸多国际组织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是制定贫困标准、低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个
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等标准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住户

数据,基于Goedhart提出的SPL法估计不同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将估计结果与低保标准

等与基本生活需要有关的中国现行标准相比,研究发现:中国的绝对贫困线较低;城乡低保标准与

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之间的缺口较小,且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该缺口呈现逐年缩小

的态势;最低工资标准能够完全覆盖当地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开支;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

扣除标准超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政府应当对其加以限制,避免免征额设定过高而引发新的税负不

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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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本生活需要(basicneeds),又称最低生活需求(minimumlivingneeds),有时简称为基本需要或最

低需要,是指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人或家庭为了维系其生存并求得发展而必须设法满足的状态。基本生

活需要的满足是人们摆脱强制性劳动,实现自由、展现个性的必要条件(Marx&Engels,1975;VanParijs,

1995),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基本权利将会受到侵害①。这

种根本性的权利剥夺是一种必须解决的社会不公正,政府有义务通过社会政策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活

需要,以消除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推动社会向正义的方向发展(Sen,2009)。因此,社会政策实质上

是国家或政府为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Jonesetal,1978),其
制定和实施应当尽可能地满足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基本需要②(Walzer,1983;Scanlon,2000)。

基于满足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基本理念,国际劳工组织于1976年在关于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

进步的国际分工问题世界会议上提出基本需求战略(basicneedsstrategy),呼吁发展中国家应当将

满足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作为工作重点。联合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基本需

求战略的实施和发展,于1980年、1986年以及1990年相继出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发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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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end(1987)将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对个人构成的伤害定义为权利剥夺,他认为如果人们没有享

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而作为社会成员必须享有这种条件以便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如参与各种社会关系、遵循习俗性的

行为规范),那么这种根本性的、长期的权利剥夺所导致的严重伤害将会随即而来。
斯坎伦契约主义认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牺牲部分利益,就能够使得某个人摆脱极端困境而没有这样做,则在

道德上就是错的,因此,政府有义务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帮助其他人免受伤害;Walzer(1983)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同

样指出,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让所有成员都得以生存下去,当某些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时,共同体应当

伸出援助之手,根据民众的基本需要分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

*



宣言》以及《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强调“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公民的发展权

利,确保所有人获得基本资源、初等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等需要的机会均等”①。与此同时,世
界银行通过制定和不断调整贫困线,试图确定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标准。

既然满足所有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相关政策的实施则离不

开对基本生活需要的界定和估计。事实上,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估计在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以下给出几例:
其一,贫困标准的设立离不开对基本生活需要的估计。贫困标准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救助其社

会成员中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者而制定的救济标准或界限,通常以基本生活需要为出发点进

行估计。中国在2020年全面脱贫之前实行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就是根据农村居民维持基本生存

必需的热量和蛋白质,同时保障其一定数量的穿、住、用、行所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确定。
其二,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需界定和估计基本生活需要。最低工资是政府为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

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会救助标准。英国、法国等多个

国家奉行“生活工资”理念,提出以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基础确定员工最低工资②。中国的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同样在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

人口最低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考虑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因素进行必要的修正③。
其三,最低生活保障计划基于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一般通过现金或实物转

移的方式,为低收入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提供保障。中国城乡低保制度即属于最低生活保障计

划,它依据居民基本生活成本支出,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确定低保标准④。
其四,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的确定依据是基本生活需要。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是

政府为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在“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收入不纳税”的理念和原则下,对纳税

人及其家庭维持基本生活开支的豁免(岳树民、卢艺,2009)。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

额统筹考虑了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包括食品、家庭设备用品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以及住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就业者平均赡养人数⑤,能够保证纳税人实际收入的稳定性,满足其基本需要。

总而言之,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基本生活需要是一个应用十分广泛的概念,诸多

社会政策的制定均以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为政策目标。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不仅直接影响着相

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同时关系到社会政策体系的标准设定和执行效果。尤其在当前共同富裕

的大背景下,“基本生活需要”是推进民生工作和实施积极社会政策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不断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目前我国相关社会政策中使用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

大多由福利决策者和政府官员确定(Ignatieff,1990),他们或是依据财政资金量及转移支付资金的

多少划定,或是与相关部门协商后硬性规定,而最有发言权的低收入群体的意志和需求却缺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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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第8条第1款规定。
英国最低工资标准包括法定最低工资(nationalminimumwage,适用于21岁及以上劳动者)、法定最低生活工

资(nationallivingwage,适用于23岁及以上劳动者)以及实际最低生活工资(reallivingwage)三种类型。其中,法定

最低工资和法定最低生活工资分别由工会协商以及当地工人平均收入的66%确定,实际最低生活工资根据工人基

本生活需要独立计算,由企业自愿支付。
详见《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1号)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

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

确定”。《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同样规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并
报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适时进行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

Document/1636719/1636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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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渠道(陈传波,2011)。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的社会政策标准可能引发若干问题,如政策标准设

定偏低导致对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水平不充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状况不同,造成地区间政

策标准及保障程度不平衡,以及城乡间救助水平差别较大等。因此,现阶段我国相关社会政策使

用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是否合理? 政策标准究竟能否满足民众的现实需要? 这是当前决策层重

点关注的问题。
迄今已有较多文献考察有关社会政策对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如陈传波(2011)、Gustafs-

sonetal(2004)、Gustafsson&Yue(2012)以及Bishopetal(2006)等。遗憾的是,既有文献大多集中于

贫困线与低保标准合理性的探讨,鲜有研究对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测量及其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

应用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讨论。且现有文献在估计基本生活需要时一般采用分项估计法,即根据

基本生活需要所含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分项进行估算,进而加以汇总得到居民基本生活需要。虽然该

方法能够估计各项基本消费品的最低需求,但由于基本生活需要不存在特定标准,也不可能被赋予

合理的跨文化内涵,学者难以对基本生活需要所涵盖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明确界定(Streeten&Burki,

1978;Gray,1983),因此,分项估计法并不能准确反映低收入群体的真实需求。鉴于此,本文试图总结

归纳“基本生活需要”这一概念的由来、主要内容以及主要观点,同时对基本生活需要的不同测量方

法进行比较,以选择最恰当的估计方法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扩大社会政策的考察范

围,评估贫困标准、低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等多项社会政策使用的最

低生活标准的合理性,由此提供较以往研究更准确、内容更丰富的分析和评估。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使用主观标准法对基本生活需要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充分

反映政策对象人口对其自身最低生活需求的评价;第二,本文使用最新一期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

据进行测算,并将估计结果与现阶段中国相关政策中使用的最低生活标准相比较,借此评价其合理

性以及对居民基本需要满足程度,能够为社会政策指标的修正和完善提供参考;第三,对于个人所得

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低保标准等富有争议的社会政策标准的制定,本文提出了测算的基本思路,主
张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参照基准。

二、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和测量

本部分就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及其估计方法,对以往文献进行综述和讨论。
(一)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

基本生活需要应当包括哪些商品和服务? 所含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如何? 对此问题的解答是最

具争议和难以达成共识的。一言以蔽之,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具有高度的不

确定性。因人而异,既表现在因决策者和研究者而异,也表现在因对象人群而异;因地而异,表现在

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不同;因时而异,主要表现在为同一对象人群确定的

最低标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下就此进行较为详细的解释。
首先,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因研究者而异。1901年朗特里在对英国工人家庭收支状况普查的

过程中,首次提出基本生活需要的概念,认为基本需要是家庭维持其成员日常生理活动的最低生活

需求,应当包括饮用水、食品、衣物以及住房等生物学需要(Rowntree,1901;Morey,1940),当此类需要

得不到满足时,个体将无法存活。1943年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icaltheoryofneeds),认为

人的本能与动机是基本生活需要产生的根源,基本生活需要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只有满足

低层次需要后才会出现高层次需要(Maslow,1943)。因此,当“生物学需要”一类的低层次生存需要得

到满足时,个体会出现充分运用自身能力向上发展的需要,即自我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基本生活需要

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生物学需要,还应当包括初等教育等对于人们实现自我发展必不可缺的非物质

需要(Rawls,2005;Sen,2009)。亚当·斯密指出,基本生活需要“不仅是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

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即使是最低阶层人民,也觉得有伤体面的那一类商品”①;戴维·米勒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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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义原则》中同样提到社会公认的基本需要标准应当包括“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的需要”①。据

此,有学者提出基本生活需要还应当涵盖人们维护自尊所必需的体面生活的需要(decentliving
needs),如社会参与、参加宗教仪式以及文化娱乐等需要(Doyal& Gough,1991;Miller,1999)。由

此可见,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所界定的基本生活需要各不相同。
其次,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因决策者和对象人群而异。政策决策者在确定社会政策使用的基本

生活需要标准时,一般遵循需要优先性原则,即决策者根据需要的迫切性,对众多不同的需求进行排

序,将那些对政策对象人群至关重要的需要界定为基本生活需要,对其优先满足,如若公共资源还有

剩余,决策者再提高基本生活需要标准,进一步满足对象人群更高层次的需要(Miller,1999)。因此,
社会政策体系中的基本生活需要内涵取决于不同需要相对于决策者和对象人群的迫切程度。那么

如何对各类需要进行优先性排序呢?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决策者和

对象人群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决定。一般而言,衣、食、住、行等生物学需要以及医疗、教育等成长

需要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其决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但对于追求宗教信仰的人群而言,与宗教相关

的诉求可能比生存更为重要,如参与宗教仪式、学习宗教文化等(李石,2019)。因此,在相互冲突的

需要之间,决策者和政策对象人群无法就其迫切性达成一致意见,难以作出客观的优先性排序

(Gray,1983),导致不同决策者或不同对象人群所确定的基本生活需要内涵不尽相同。
再次,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因地而异。一方面,相同的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会给居民带来不同

程度的满足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维持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要求更多的资金

投入;另一方面,实现相同基本生活功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需的成本不同,如在贫困国家进入就业

市场只需要衣服和食物,但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则需要电脑、手机等物品。因此,人们对各类商品和服

务的基本需求受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习俗等社会条件的制约,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

公众的价值观以及政府财政所承载的保障力度不同,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有高低差异(Pigou,1920;

Maslow,1943)。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越丰富。
最后,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因时而异。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为例,1978—1993年中国农村经济

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推动了民生政策的实施。政府基于当时农村的实际情

况,将每人每年100元作为国家贫困标准,该标准能够保证低收入群体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的食

物支出,但粗粮比重较高、肉蛋比重很低,食物支出约占总支出的85%②。这一时期,基本生活需要

被界定为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仅能满足居民“衣能蔽体、食能果腹、房可避风雨”的最低生活需求。

1994—2000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政府开展了以贫困县为重

点的开发式扶贫治理③,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双基目标”实现,乡镇医

院与贫困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得到大力推广和发展④。同时,贫困标准上调至每人每年865元,食物

支出比重下降至60%⑤。2011年政府再次上调国家贫困标准,达到每人每年2300元,该标准不仅

能够满足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的食物支出和60克左右的蛋白质摄入量,而且能保证一定比例的

教育、文化、娱乐等非食物支出⑥。基本生活需要达到稳定温饱水平,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兼顾

营养,实现“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跨越。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提出“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

房)的扶贫新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基本生活需要在新时代的内涵⑦。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基本生活需要会由温饱型的低层次需要逐渐转向发展型的高层次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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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⑦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⑤⑥《贫困标准经历了几次变化? 近几年农村贫困户的标准是多少?》,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
cn/zt_18555/zthd/lhfw/2022/rdwt/202302/t20230214_1903576.html。

参见《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国发〔1994〕30号)。
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
参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发〔201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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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征。
综上,基本生活需要由若干种商品和服务组合而成,其内涵受政治经济环境、意识形态、政府财

政承载力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当然,人们对基本生活需要的认知天然具有相同的

方面。由于基本生活需要是指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人或家庭为了维系其生存并求得发展而必须设法

满足的状态,因此其至少应当包括维持基本生存必需的食物支出以及满足居民教育和公用事业等所

需的非食物支出。我国现阶段相关社会政策指标中所言的“基本生活需要”,就是以最低生活需求的

共性部分为基础进行界定和估计的,因此,将基本生活需要测量结果与不同社会政策指标相比较,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评估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基本生活需要的测量

以往文献和实践中,基本生活需要的测量方法种类繁多。其中,基于客观指标计算基本生活需

要的方法统称为客观标准法,依据个体主观判断估计基本生活需要的方法统称为主观标准法。客观

标准法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绝对标准法和相对标准法,前者仅仅关注居民是否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后
者认为基本生活需要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估计时应充分考虑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绝对标准法以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消费支出为基础估计基本生活需要。如预算标准法(又
称市场菜篮法)首先由专家或政府官员确定一张基本生活必需品清单,再根据市场价格计算这些基

本必需品的价值,以此作为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Gillie,1996;Deeming,2005);食物支出份额法建立

在恩格尔定律的基础之上,通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除以一定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

的比重)得到基本生活需要(Orshansky,1965;Fisher,1992)。随着相对剥夺概念的提出,人们意识

到,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家庭或个人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不能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难以获取社会公认

的设施和服务,那么其基本生活需要仍未得到满足。据此,Townsend(1979)提出相对标准法,强调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一个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如收入比例法根据一个国家或地

区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确定居民基本生活需要(Muller,2006)。
客观标准法的衡量指标清晰、计算简单且评估成本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低收入群体的基本

需要,但其估计方法本身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由专家及政府官员等非贫困者确定的基本生

活需要清单,对非食物需求的界定缺乏一个理想的标准,难以反映政策对象人口的现实需求,以此确

定的基本生活需要很可能脱离实际(Townsend,1979);另一方面,客观标准法包含了随意地强加于

人的因素,“家长式作风”的意味明显,限制了受助者的生活方式,制约其自由选择生活必需品的权

利,从人权角度看是不公平的。鉴于此,部分学者提出主观标准法,主张以社会成员对自身处境的认

知和判断确定基本生活需要,基本生活需要的测量方法从“他定”转向“自决”。
主观标准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个体对自身经济情况的评价,依据其对最低生活需求的预期标准

推算出基本生活需要。总体上,根据调查问卷设计的不同,主观标准法可以进一步划分为LPL法

(Leydenpovertyline)、SPL法(subjectivepovertyline)以及CSP法(centreforsocialpolicyques-
tion)。其中,LPL法基于收入估计问题(incomeevaluationquestion,IEQ),利用受访者对不同收入

水平的评价推导出个人收入福利函数及最低生活需求(Goedhartetal,1977);SPL法基于最低收入

问题(minimumincomequestion,MIQ),根据受访者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最低收入需求确定基本生

活需要(Goedhartetal,1977;Kapteynetal,1985;Flik&VanPraag,1991);CSP法则依据受访者利

用可支配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难易程度,将代表性人群的实际收入作为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

(Pradhan&Ravallion,2000)。
上述三种问卷调查方式中,由于 MIQ更易于被受访者理解(Flik& VanPragg,1991;Wanget

al,2020),因此,相较于其他测算方法,SPL法不仅具有主观标准法的相对优势,即利用居民的主观

评价测算基本生活需要,估计结果充分反映政策对象人口对其自身最低生活需求的评价;而且其在

实际调查过程中的可行性更高,目前我国住户调查问卷中大多使用 MIQ获取个体对基本生活需要

的主观评价。鉴于此,SPL法被诸多学者借鉴用于估计我国居民的主观贫困标准(Gustafsson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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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Gustafsson & Yue,2012;Bishopetal,2006;陈立中、张建华,2006;丁赛、李克强,2019;

Gustafsson&Ding,2020)。本文遵循多数文献的选择,采用SPL法估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并考

察不同社会政策对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

三、数据说明与估计方法

(一)估计方法

SPL估计法最早由Goedhartetal(1977)提出,强调基于居民对个人生活水平的主观偏好测算

最低生活需求,其实质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受访者对 MIQ的回答值(即受访者认为维持家

庭基本生活水平的最低收入需求,以下简称“最低收入需求”)与实际收入水平的交点,确定居民基本

生活需要。一般而言,受访者对 MIQ的回答值与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可由如下方程表示:

ln(Ymin)i =α+β1ln(Y)i+β2x2i+β3x3i+…+βnxni+μi (1)

其中,i表示家庭,Ymin表示被调查者对 MIQ的回答值,Y 表示家庭实际收入,xn表示其他影响

Ymin的解释变量,μi代表随机扰动项,α>0且0<β1<1(如图1所示)。

图1 SPL法确定基本生活需要

由于每个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关于 MIQ的回答值也有所不同,那么根据哪些群体确定的

基本生活需要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可接受的最低生活需求呢? Goedhartetal(1977)认为实际收入

高于或低于最低收入的人所确定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不能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有那些收

入恰好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人知道真正的最低收入需求是多少,才能对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最低收

入有一个现实的看法。因此,Y=Ymin的交点即为预测得到的基本生活需要Y*,其估计式为:

Y* =expα+β2x2+β3x3+…+βnxn

1-β1
æ

è
ç

ö

ø
÷ (2)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的
住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HIP2018”)。CHIP数据是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收支及生活状况进行抽

样调查的数据库,提供了从国家统计局过录的住户调查子样本的日记账收支信息(以下简称“过录数

据”),以及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得到的个人和家庭基础信息及收支状况等其他信息。CHIP2018共计

调查了20450户常住家庭,农村、城镇及流动住户样本家庭分别为9075户和11375户,覆盖中国东

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15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辽宁、江苏、山东和广东,共7629户

观测值;中部地区涵盖山西、安徽、河南、湖北以及湖南,共5584户观测值;西部地区为重庆、四川、云
南、甘肃以及内蒙古,观测户数为7237户,具有全国代表性。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受访者对 MIQ的回答值以及家庭实际收入水平是SPL估计法的两个核心变量。本文使用

CHIP2018问卷中,受访者关于“为了维持全家最低生活水平,估计您家一年至少需要多少钱”问题的

回答,作为各家庭对 MIQ的回答值。同时,基于国家统计局过录数据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指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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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估计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
本文还参考既有文献,控制了如下解释变量:第一,家庭规模,表示为家庭成员人口总数。第二,

家庭成员年龄结构。由于处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消费需求存在一定差异,如学龄前儿童的食物需求

较少、在校子女需要支付教育费用、老年人有更多的医疗支出需求等,本文分别加入学龄前儿童人

数、在校子女人数以及老年人人数,用于控制年龄及教育水平对基本生活需要的影响。第三,家庭生

活成本。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过录数据中的消费支出指标(包括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等八类支出)衡量家庭生活成本。第四,县级人均收入。由于住户对个

人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受所处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参考人群的不同而引起的攀比心理也会影响受

访者对 MIQ的回答,本文加入县级人均收入,用于控制地区差异以及参照群体对基本生活需要的影

响。综上,基准回归模型如式(3)所示:

ln(Ymin)i =α+β1ln(Y)i+βX +μi (3)

其中,Ymin表示最低收入需求,Y 表示可支配收入水平,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含

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说明

最低收入需求 受访者回答的为了维持全家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最低收入(包括自产自用部分的折算价值)

可支配收入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家庭生活成本 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对数值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

县级人均收入 县级总收入除以县级总人口的对数值

学龄前儿童人数 家庭中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人数

在校子女人数 家庭中仍在接受教育的子女人数

老年人人数 家庭中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55岁以上的女性的人数

  注:(1)县级人均收入根据CHIP2018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2)为了减轻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县级人均

收入、家庭生活成本以及可支配收入等连续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行回归。

另外,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第一,由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一般以户籍为前提,本文去除

了流动住户样本数据。第二,本文根据2018年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常住人口与农村常住人口的比

例,对样本数据进行地区加权调整。第三,CHIP2018中有部分住户的 MIQ回答值严重偏离样本中的

其他数据,本文选择剔除这部分离群值。第四,本文对回归标准误差进行了市级层面的群聚调整。
表2分全国、城镇、农村给出了各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城乡之间

经济差距悬殊,城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地区的两倍,最低收入需求、生活成本以及县级人均

收入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的子女人数以及老年人人数高于城镇家庭,其整体家

庭规模大于城镇地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国 城镇 农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最低收入需求(元) 41756 39310 52120 45968 28218 21934
家庭规模(人) 3.42 1.44 3.14 1.27 3.79 1.57

县级人均收入(元) 26036 13408 31203 14298 19287 8196
生活成本(元) 62138 52848 78824 58718 40341 33147

学龄前儿童人数 0.15 0.41 0.14 0.39 0.15 0.43
在校子女人数 0.54 0.72 0.48 0.64 0.61 0.81
老年人人数 0.83 0.89 0.76 0.89 0.93 0.89

家庭可支配收入(元) 86608 77609 111628 86650 53922 46877
观测值 17956 9036 8920

  数据来源:根据CHIP2018计算得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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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分省、分地区给出了受访者对 MIQ回答值的均值。从表3可以得知,受访者自我评价的最

低收入需求因地区而异,最高的是东部地区,最低收入需求为户均46270元;最低的是中部地区,为

35684元;不同省份之间的最低收入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间区域政策、习俗、
文化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后文将分地区估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讨论地区间异质性对基本生活需

要的影响。

表3 最低收入需求分省、分地区均值

地区 省份 最低收入需求均值(元/户年)

东部

北京市 55604

辽宁省 37831

江苏省 43786

山东省 35976

广东省 58910

46270

西部

重庆市 42777

四川省 37987

云南省 35801

甘肃省 34909

内蒙古自治区 35884

37451

中部

山西省 29316

安徽省 37150

河南省 32974

湖北省 41469

湖南省 38599

35684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本生活需要估计结果

表4分全国、城镇和农村报告了最低收入需求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3)(5)列为式(3)的基准

回归结果,第(2)(4)(6)列在式(3)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作为对照组,加入了各省份的虚拟变量。从表

中可以得到几下结论:
首先,在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生活成本对最低收入需求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可支配收入或生活成本更高的家庭,所界定的基本生活需要层次或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花

销更高,最低收入需求也相应越高,这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Kingdon& Knight,2006;Posel
&Rogan,2016;Wangetal,2020)。另外,在给定条件下,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生活成本每增加1%,
城镇家庭的最低收入需求分别增加0.20%和0.35%,而农村家庭仅增加0.12%和0.34%,即可支

配收入及家庭生活成本对城镇地区最低收入需求的边际影响大于农村地区。这可能源于城乡家庭

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不同。整体而言,城镇家庭的平均生活质量更高,其边际收入

(或边际生活成本)一般用于实现高等教育、文化娱乐、科教活动等高层次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农村家

庭仍处于基本温饱水平阶段,边际收入(或边际生活成本)主要用于满足吃穿住行等最低生存需求,
因此,可支配收入及生活成本对城镇地区最低收入需求的边际影响更大(陈传波,2011)。

其次,县级人均收入与最低收入需求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两

方面原因:其一,县级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因而最低收入需求更高;其
二,居民对 MIQ的回答值是较为主观和社会化的感受,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而参照群体的选取对

人的主观心理感知具有重要影响。县级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居民选择的参照家庭的生活质量更

高,所期待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层次也越高,导致最低收入需求升高。
再次,家庭规模及成员年龄结构是影响最低收入需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最低收入需求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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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规模正相关,随家庭成员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城镇地区的学龄前儿童人数、在校子女人

数对最低收入需求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农村地区,二者的估计系数较小,甚至为负。其原因之一

可能是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的经济更发达、教育资源更丰富,居民更重视子女的物质投入和人

力资本投入,因此,城镇家庭学龄前儿童与在校子女的基本生活需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家庭成员;而
农村家庭由于资金匮乏,对子女的投入有限,学龄前儿童与在校子女的基本生活需要较低。另外,老
年人人数与最低收入需求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及养老方式有关。中

国这一代老人习惯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储蓄;同时,子女供养是中国社会养老的主要形式,老年人

倾向于降低自身的消费水平以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因此,即使老年人存在更高的医疗需求,其整

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仍然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最后,在加入省份间虚拟变量后,各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的正负及显著性不变,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最低收入需求估计结果

变量
全国 城镇 农村

(1) (2) (3) (4) (5) (6)

可支配收入 0.1826***
(0.0110)

0.1867***
(0.0107)

0.1960***
(0.0146)

0.2009***
(0.0134)

0.1161***
(0.0167)

0.1145***
(0.0160)

家庭规模 0.0730***
(0.0068)

0.0715***
(0.0064)

0.0633***
(0.0089)

0.0598***
(0.0083)

0.1213***
(0.0081)

0.1211***
(0.0077)

县级人均收入 0.1997***
(0.0308)

0.2395***
(0.0326)

0.1655***
(0.0322)

0.1920***
(0.0293)

0.1266**
(0.0501)

0.1435**
(0.0602)

家庭生活成本 0.4021***
(0.0160)

0.3888***
(0.0149)

0.3523***
(0.0204)

0.3369***
(0.0189)

0.3460***
(0.0203)

0.3376***
(0.0193)

学龄前儿童人数 0.0189
(0.0160)

0.0179
(0.0158)

0.0583***
(0.0191)

0.0559***
(0.0187)

-0.0436*
(0.0230)

-0.0394*
(0.0227)

在校子女人数 0.0247***
(0.0094)

0.0292***
(0.0092)

0.0302**
(0.0127)

0.0340***
(0.0125)

0.0110
(0.0131)

0.0144
(0.0122)

老年人人数 -0.0542***
(0.0070)

-0.0536***
(0.0065)

-0.0447***
(0.0082)

-0.0426***
(0.0075)

-0.0670***
(0.0097)

-0.0706***
(0.0094)

省份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1.7748***
(0.3218)

1.5673***
(0.3193)

2.6018***
(0.4085)

2.6099***
(0.3311)

3.5423***
(0.4658)

3.4878***
(0.5743)

观测值 17956 17956 9036 9036 8920 8920

R2 0.4025 0.4108 0.3167 0.3318 0.3144 0.3243

  注:(1)括号内的是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2)第(2)(4)(6)列以广东

省作为对照组,加入省份虚拟变量。

将样本按家庭规模分组,家庭生活成本、学龄前儿童人数、在校子女人数以及老年人人数取组内

均值,把各变量取值代入SPL法估计式(2),使用表4第(1)(3)(5)列的估计系数,可以得到不同家庭

规模下的基本生活需要。由于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标准时更关注的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因此,本文按县级人均收入从低到高排序,计算处于不同收入分位点的基本生活需要。表5-1至表

5-3分别报告了全国、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人均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
为反映社会政策对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同时排除高收入群体对结果的干扰,

本文采用县级人均收入20%分位点的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进行讨论。从表5-1中可以得知,在
20%分位点上,2018年全国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为人均8087元,其中,城镇地区为10438元,农村地

区为6255元,城乡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悬殊。另外,人均基本生活需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而下

降,这是家庭消费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造成的。由于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会共享收入和支出,家庭开支

中的公共物品能够满足额外增加的成员需求,但生活成本并不会显著增加(如租金、供暖、日用品

等),因此,人均基本生活需要随家庭成员数的增加而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地区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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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家庭规模增加而下降的速度快于农村地区,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以及消费环境

不同。城镇地区经济发达,在交通通信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居民消费提供更为便

利的条件,因此,农村地区的儿童和成年人享有教育、医疗等需要的单位成本高于城镇地区,规模经

济效应更不显著。

表5-1 全国分家庭人口数的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单位:元/人)

家庭规模
(人)

县级人均收入分位点

5% 20% 50% 80% 95% 均值

1 16701 17755 19486 22023 24170 19678

2 9637 10245 11244 12708 13947 11355

3 8855 9414 10331 11677 12815 10433

4 7127 7576 8315 9398 10314 8397

5 5983 6361 6981 7890 8659 7050

6 5236 5567 6109 6905 7578 6169

7 4866 5173 5678 6417 7042 5733

8 4653 4946 5429 6135 6734 5482

9人及以上 5183 5749 6309 7131 7826 6371

均值 7582 8087 8876 10031 11009 8963

表5-2 城镇地区分家庭人口数的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单位:元/人)

家庭规模
(人)

县级人均收入的分位点

5% 20% 50% 80% 95% 均值

1 21509 22836 25215 27499 29196 25163

2 12770 13558 14971 16327 17334 14940

3 10990 11668 12884 14051 14918 12857

4 9129 9692 10702 11671 12391 10680

5 7756 8235 9093 9917 10529 9074

6 6966 7396 8166 8906 9455 8149

7 6119 6496 7173 7823 8305 7158

8 6141 6520 7199 7851 8335 7184

9人及以上 7099 7537 8322 9076 9636 8305

均值 9831 10438 11525 12569 13344 11501

表5-3 农村地区分家庭人口数的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单位:元/人)

家庭规模
(人)

县级人均收入的分位点

5% 20% 50% 80% 95% 均值

1 11018 11464 11851 12430 13123 11929
2 6574 6841 7071 7417 7831 7118
3 6240 6493 6712 7039 7432 6756
4 5705 5936 6136 6436 6795 6177

5 5134 5342 5522 5792 6115 5559
6 4782 4976 5144 5395 5696 5178
7 4840 5036 5206 5460 5765 5240
8 4776 4970 5137 5388 5689 5171

9人及以上 5035 5240 5416 5681 5998 5452
均值 6012 6255 6466 6782 7161 6509

(二)分地区基本生活需要估计结果

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且基本生活需要标准受地区间区域政策、文化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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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本文分地区对最低收入需求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从中可知,
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正负及显著性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最低收入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

水平、家庭规模、家庭生活成本以及县级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仍然是影响最

低收入需求的重要因素。

表6 最低收入需求分地区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可支配收入 0.1835***
(0.0190)

0.1927***
(0.0236)

0.1135***
(0.0296)

0.1866***
(0.0176)

0.1967***
(0.0227)

0.1369***
(0.0265)

0.1696***
(0.0203)

0.1872***
(0.0304)

0.0831**
(0.0321)

家庭规模 0.0831***
(0.0097)

0.0770***
(0.0115)

0.1406***
(0.0148)

0.0792***
(0.0112)

0.0511***
(0.0164)

0.1308***
(0.0122)

0.0521***
(0.0133)

0.0532***
(0.0184)

0.0948***
(0.0153)

县级人均收入 0.2554***
(0.0515)

0.1644***
(0.0529)

0.2645***
(0.0588)

0.1848***
(0.0690)

0.1537**
(0.0664)

-0.0016
(0.1499)

0.1312**
(0.0649)

0.1382*
(0.0720)

0.0116
(0.0858)

家庭生活成本 0.3849***
(0.0200)

0.3433***
(0.0233)

0.3169***
(0.0351)

0.3656***
(0.0225)

0.3389***
(0.0329)

0.3138***
(0.0302)

0.4644***
(0.0341)

0.3841***
(0.0562)

0.4059***
(0.0342)

学龄前儿童人数 0.0592**
(0.0223)

0.1056***
(0.0201)

-0.0335
(0.0291)

0.0052
(0.0255)

0.0489
(0.0365)

-0.0447
(0.0303)

-0.0292
(0.0334)

-0.0229
(0.0408)

-0.0617
(0.0594)

在校子女人数 0.0118
(0.0164)

0.0221
(0.0204)

-0.0143
(0.0237)

0.0352**
(0.0161)

0.0468**
(0.0230)

0.0209
(0.0195)

0.0263
(0.0165)

0.0259
(0.0230)

0.0181
(0.0225)

老年人人数 -0.0533***
(0.0136)

-0.0423***
(0.0142)

-0.0655***
(0.0221)

-0.0611***
(0.0083)

-0.0455***
(0.0116)

-0.0821***
(0.0131)

-0.0507***
(0.0140)

-0.0488***
(0.0170)

-0.0574***
(0.0139)

常数项 1.3455**
(0.5529)

2.7210***
(0.6339)

2.4444***
(0.5493)

2.2463***
(0.7165)

2.8532***
(0.8337)

4.8950***
(1.4318)

2.0030***
(0.6844)

2.6939***
(0.9272)

4.4340***
(0.8767)

观测值 6623 3850 2773 6456 3008 3448 4877 2178 2699

R2 0.4261 0.3277 0.3486 0.3841 0.3101 0.3424 0.3605 0.2602 0.2528

根据最低收入需求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表7进一步报告了县级人均收入20%分位点上,东中西

部地区基本生活需要的估计值。从中可见,各地区的基本生活需要均随家庭规模的增加而逐渐降

低。其中,东部地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估计值最高,为人均8854元,中西部地区次之,分别为7525
元和7805元,这与三类地区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家庭

基本生活需要之比分别为1.93、1.43和1.73,说明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均高于农村居民,其中

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次之。

表7 东中西部地区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单位:元/人)

家庭规模
(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1 18878 25585 10314 15663 20224 11935 18986 24124 12548

2 10927 15267 6750 9155 12186 6670 10596 14054 7281

3 10109 13241 6538 8559 10478 6487 9549 12086 6575

4 8388 11540 5850 7143 8676 6194 7284 9448 5945

5 7110 9900 5514 5962 7164 5519 6047 8228 5150

6 6313 9071 5171 5390 6231 5326 5092 7709 4607

7 5847 7847 5261 5282 5881 5585 4407 6077 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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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家庭规模
(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8 5583 7907 5128 5060 6146 5625 4238 6204 4408

9人及以上 6527 8419 5915 5512 7336 5822 4046 7035 3940

均值 8854 12086 6271 7525 9369 6574 7805 10552 6103

(三)社会政策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正如引言所述,基本生活需要是制定贫困标准、低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个人所得税费用扣

除额等社会政策标准的重要基础,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是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
本文将基本生活需要估计结果与现阶段中国相关社会政策中使用的最低生活需求标准相比较,试图

评价其合理性及对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本文采用的绝对贫困标准包括世界银行使用2011年PPP(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

价)确定的“每人每天1.9美元”全球极端贫困标准、“每人每天5.5美元”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贫困

线;使用2017年PPP确定的“每人每天2.15美元”全球极端贫困标准、“每人每天6.85美元”的中等

偏高收入国家贫困线以及2020年全面脱贫以前中国政府使用的“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

价)”的农村贫困标准。为保证贫困线之间代表的生活水平是可比的,本文根据购买力平价指数将绝

对贫困标准折算为2018年价格水平,换算后的五条绝对贫困线分别为2431元、7038元、3283元、

10461元以及2995元。中国目前没有设定相对贫困线,本文依据已有文献关于相对贫困标准设定方

式的不同观点,分别计算了全国、城镇以及农村地区三条参考的相对贫困线,包括居民人均收入中位

数的40%、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欧盟标准)以及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OECD标准)
(沈扬扬、李实,2020)。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根据CHIP2018个人工资薪金收入计算,如果居

民工资性收入大于0,其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为60000元/年,对于没有劳动能力或工资性收

入小于0的个体,其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为0,据此得到人均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此外,
低保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来自民政部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8年公布的官方标准,具体

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中可以得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以及世界银行所确定的两条全球极端贫困标准与农

村地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之比分别为0.48、0.39和0.52,表明绝对贫困线的设定偏低,仅
能维持低收入群体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绝对贫困标准一般由福利专家或政

策决策者确定,而没有考虑目标群体对自身福祉的评价与判断,这一点直接影响基本生活必需品

的界定,导致绝对贫困线对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程度不足。两条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贫困线与农村

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的比值分别为1.13与1.67,这意味着,经过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修正的绝

对贫困线能较好地反映居民的真实需要,保证民众享有社会公认的健康、教育以及公用事业等最

低生活需求。
相对贫困标准在城乡间的差距较大,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标准约为农村地区的2.65倍。此外,

城镇地区相对贫困标准与基本生活需要之比分别为1.23、1.54和1.85,而农村地区这一比值为

0.78、0.97和1.16,说明城镇相对贫困线能够较好地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但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的保障水平较低。若以基本生活需要为基准,相对贫困标准容易导致“马太效应”和“福利叠加”现
象,即出现向城镇地区提供过度救助,但对农村地区供给不足的问题,使得政策向收入相对更高的城

镇家庭倾斜。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为对应地区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的0.67倍和0.77倍,其对基本生活需要的

保障程度虽然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居民基本需求。出现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城乡低

保制度设计有关。当前中国城乡低保制度为地方事权,低保标准的设定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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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愿(Umapathietal,2013)。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对居民福利的偏好程度较中央

政府更弱,因此,当低保标准被划分为地方事权时,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推行大规模或更高标准的低保

计划(Oates,1972;Musgrave,1959)。另外,作为目标群体的低收入家庭,在确定低保标准时,其真实

意志和现实需求仍然缺乏具体的参与渠道,导致当前低保标准的设定偏低。
城乡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分别为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的2.79倍和3.86倍,远远

超出纳税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开支。且当前中国个税制度中的专项附加扣除已覆盖当代家

庭负担最重的基本生活支出,包括医疗、教育、住房抵押贷款等,这将导致综合费用扣除额与专项附

加扣除出现重复扣除的现象,使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总额保障了较多的中高收入人群。这意味着

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应当依照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加以限制,否则易引发新的税负不平等问

题。另外,最低工资标准为21240元/年,与基本生活需要之比为2.63,表明当前中国最低工资已经

达到居民基本需要的同等水平,能够为劳动人口提供较好的基本生活保障。

表8 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与其他社会政策指标的比较(单位:元/人年)

标准 年份 全国 城镇 农村

基本生活需要(本文估计结果) 2018 8087 10438 6255

中国绝对贫困标准 2018 2995

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
2011 2431

2017 3283

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线
2011 7038

2017 10461

中国相对贫困标准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 2018 8565 12839 4853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 2018 10706 16049 6066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 2018 12848 19259 7279

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 2018 26964 29114 24175

中国低保标准 2018 6960 4833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 2018 21240

  注:(1)基本生活需要取位于县级人均收入20%分位点的估计值;(2)2015年世界银行依据2011年PPP(1美元

相当于3.506元人民币),将国际贫困线调整至每人每天1.9美元,折算后为2431元/人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代

表性贫困线为每人每天5.5美元,折算后为7038元/人年。2022年世界银行使用2017年PPP(1美元相当于4.184
元人民币)将国际贫困线再次上调至每人每天2.15美元,折算后为3283元/人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代表性贫困

线为每人每天6.85美元,折算后为10461元/人年;(3)人均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依据CHIP2018公布的工资薪金收

入计算,如果工资收入大于0,那么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为60000元/人年,否则为0,将每户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

总额除以家庭规模,得到人均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4)低保标准来源民政部官网2018年数据,城镇低保标准

原始数据为元/人年,此处对全国各省低保标准求均值后乘以12;(5)最低工资标准(取最低档)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官网,原始数据为元/人年,此处对全国各省最低工资标准求均值后乘以12。

表9分地区报告了各项社会政策对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中西

部地区的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均远高于全球极端贫困标准以及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是三条绝

对贫困标准的2倍以上,说明绝对贫困线对低收入人口的保障水平偏低,难以充分反映政策对象人

群的基本需要。而经过经济发展水平调整的两条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贫困线能完全覆盖农村居民

的基本生活需要,表明绝对贫困标准的设定不仅应考虑衣食住行等生物学需要,还应当保证教育

和公用事业等社会公认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相对贫困标准基本能覆盖城镇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

需要,但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程度略有不足。中西部农村

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均纯收入相对更低,这可能是其相对贫困标准对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程度

较低的原因之一。
东中西部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均远高于基本生活需要,这说明

个税综合费用扣除的设定偏高,保障了较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同时也说明最低工资能够保障劳动者

和充分就业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有利于政府当前重民生、优化经济的发展规划的实施。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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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低保标准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东部农村地区的满

足程度最高,其低保标准为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1.13倍,西部城镇地区满足程度最低,该比值

仅为0.64。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当前中国城乡低保标准的设定受地方政府财政承载能力的影响,而东

西部地区与城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地区间政府财力不均衡,导致东部地区低保标准

对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高于西部地区。

表9 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与其他社会政策指标的比较(单位:元/人年)

标准 地区 年份 全地区 城镇 农村

基本生活需要(本文估计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8

8854 12086 6271

7525 9369 6574

7805 10552 6103

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 全地区
2011 2431

2017 3283

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线 全地区
2011 7038

2017 10461

中国绝对贫困标准 全地区 2018 2995

中国相对贫困标准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8

2018

2018

10795 14559 6260

7374 11010 4639

7043 12168 3793

13493 18199 7825

9218 13723 5799

8804 15211 4741

16192 21839 9391

11061 16515 6959

10565 18253 5689

人均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8

28219 29587 26010

26833 28138 25255

25238 29526 20859

中国低保标准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8

8724 7066

6420 4365

6816 4163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8

23203

20430

20000

  注:同表8。

(四)与其他文献估计结果的比较

本文最后按时间顺序整理了已有文献中使用SPL法估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结果,具体如表

10所示。其中,第(1)(2)列为各文献使用不同年份数据对城镇及农村地区基本生活需要的估计结

果;第(3)(4)列是自城乡低保制度建立以来相应年份的低保标准(城乡低保标准制度的建立时间分

别为1999年和2007年),第(7)列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之前,历年的绝对贫困标准;第(5)
(6)(8)列是对应地区基本生活需要与低保标准、绝对贫困标准的比值。

从表中可以得知,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地区,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均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
且基本生活需要与低保标准以及绝对贫困标准的比值大于1,表明二者均难以充分满足居民的基本

生活需要。总体上,基本生活需要与低保标准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二者在城乡地区的比值分别由

8.69和1.83下降至1.49和1.29,这意味着低保标准逐步贴近居民对个人福利水平的期待。与此

相比,基本生活需要与绝对贫困标准的比值始终较高,并未出现随时间推移而逐步缩小的态势,原因

之一可能是自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线上调至2300元/人年后,绝对贫困标准只是根据物价指数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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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并未依照经济发展水平,对所涵盖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绝对贫困标准与

基本生活需要之间的差距始终较大。

表10 与其他文献基本生活需要估计结果的比较

来源 年份

基本生活需要
(元/人年)

低保标准
(元/人年)

基本生活需要
低保标准

绝对贫困标准
(元/人年)

基本生活需要
绝对贫困标准

城镇
(1)

农村
(2)

城镇
(3)

农村
(4)

城镇
(5)

农村
(6)

农村
(7)

农村
(8)

Bishopetal(2006) 1995 2401 530

Gustafssonetal(2004) 1999 2315 625

Gustafsson&Yue(2012) 2002 1249 624 627 1.9920

陈立中和张建华(2006) 2005 4970 868 5.7258 683

Gustafsson&Ding(2020)
2002 5423 624 8.6907 627

2013 18303 4476 2434 4.0891 2736

丁赛和李克强(2019)
2011 3146 3456 1716 1.8333 2300 1.3678

2013 4226 4476 2434 1.7362 2736 1.5446

本文估计值 2018 10438 6255 6960 4833 1.4997 1.2942 2995 2.0885

  注:(1)Bishopetal(2006)计算了1995年不同家庭规模的基本生活需要,此处对不同家庭规模的人均基本生活

需要取均值;(2)Gustafssonetal(2004)计算了两类模型对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需要估计值,此处对两类模型的人均

基本需要估计值取均值;(3)Gustafsson&Yue(2012)计算了中国农村22个省份的最低现金需求和最低食物需求,
此处使用最低现金需求与最低食物需求对应货币量之和进行比较;(4)丁赛和李克强(2019)分别使用CHES数据和

CHIP数据估计了2011年和2013年三类模型下的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此处使用三类模型人均基本生活需要的平均

值;(5)Gustafsson&Ding(2020)计算了不同家庭规模的基本生活需要,此处对不同家庭规模的人均基本生活需要取

均值。

五、结论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加强低保、特困等工作,旨在保障低收入

群体的基本生活。基本生活需要作为社会政策的起点,不仅直接影响着相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
同时关系到社会政策体系的执行效果。在当前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高社会政策对基本生活需

要的满足程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住户数据,
基于SPL方法估计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将估计结果与现阶段中国

相关政策中使用的最低生活标准相比较,借此评价其合理性以及对居民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旨在

为社会政策指标的修正和完善提供指导。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估计值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东部地区高

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地区高于农村地区;第二,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之前的绝对贫困

线偏低,仅能维持低收入群体最低层次的生活需要;第三,相对贫困标准在城乡之间差距悬殊,以相

对贫困线作为救助基础会导致向城镇地区提供过度救助但对农村地区福利供给不足的现象;第四,
城乡低保标准与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之间的缺口较小,且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该缺

口呈现逐年缩小的态势;第五,最低工资标准能够完全覆盖当地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开支;
个人所得税综合减除费用标准远远超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以上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第一,重视基本生活需要在民生决策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提高与低收入群体福利分配相关的社

会政策标准。基本生活需要是个人或家庭维持生存并求得发展的前提条件,满足所有共同体成员的

基本生活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的重中之重。本文分析显示,目前与居民基础性福利相关的贫

困标准以及低保等指标均不能充分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由于各地政府在标准制定时没有

考虑政策对象人群的真实意志和现实需求。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应当以维持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为基础,继续坚持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原则,逐步提高政策保障标准,形成社会保障制度托底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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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的格局,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第二,分城乡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建立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中

国贫困治理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转变。当前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

距悬殊,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趋同。分城乡制定相对贫困标准,能更有效地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拓展脱贫成果,建立健全福利体系机制,缓解居民相对贫困程度。
第三,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额的设定应当以基本生存权利原则为基础,将基本生活需要作

为重要参考依据。个人所得税政策是调节高收入群体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综合费用扣除额标准不

断提高,将导致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的缩小和平均税率的降低,不利于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

再分配效应。本文分析显示,当前中国统一实施的5000元/月的个人所得税综合减除费用远远超出

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费用支出,保障了较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因此,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

扣除额应当依照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加以限制,避免免征额进一步增高而引发新的税负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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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NeedsintheSocialPolicySystem:ConceptandMeasurement

YUEXiming HUYifan LIZhenlin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China)

  Abstract:Theconceptofbasicneedsisofparamountimportanceintherealmofsocialpolicy.TheUnitedNa-
tionsandmanyoth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prioritizethefulfillmentofbasicneedsasoneoftheirmostimportant
objectives.Basicneedsarealsoasignificantfactorintheformulationofpovertystandards,minimumlivingstandards,

minimumwagestandards,personalincometaxdeductionsamountandotherstandards.Usingthe2018ChinaHouse-
holdIncomeProjectdata,thispaperestimatesbasicneedsindifferentregionsbasedontheSPLmethodproposedby
Goedhart,andcomparestheresultswiththecurrentpolicystandard.Theresultsofthisresearchindicatethattheab-
solutepovertylineinChinaislow.Thegapbetweentheminimumlivingstandardandthebasicneedsisrelatively
small,andthegapisdecreasingyearlythankstothereformofChinassocialsecuritysysteminrecentyears.The
minimumwagestandardiscapableofadequatelycoveringthebasicexpensesoflocalresidents.Thestandardofcom-

prehensivedeductionofindividualincometaxisfarbeyondthebasiclivingneedsofresidentsandthegovernment
shouldlimitittoavoidsettingtheexemptionamounttoohighandcausingnewtaxinequity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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